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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入，西方学者又提出“社会学转向”。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

究依托社会学理论，其中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以其特别的方法论为翻译研究

学者所接受并运用，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对社会翻译学的研

究崭露头角，并且主要关注和广泛应用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为我国翻译研究打开新视

角，也带来了新启发。本文主要介绍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如何与翻译研究相结合以及它在中国翻

译研究中的接受现状，最终指出运用该理论进行翻译研究时存在的问题分析并尽可能提出应对策略，促

进这一理论资源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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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continued to evolve and deepen, with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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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 proposing the “sociological turn”. The translation research within the sociological para-
digm relies 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with Pierre Bourdieu’s Reflexive Sociology Theory gaining 
acceptance and application among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due to its unique methodology. This 
theory has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hi-
nese scholars have emerged in the field of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primarily focusing on and 
widely applying Bourdieu’s reflexive sociological theory. This theory has opened new avenues for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China, offering fresh insights. This article primarily explores how Bour-
dieu’s reflexive sociological theory intersects with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examines its current 
reception in Chinese translation research. It aims to highlight the integration of this theory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shedding light on its acceptance in China.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analyzing 
the challenges in applying this theory to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roposing potential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goal is to foster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this theoretical resource 
with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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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概述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法国社会学家之一，他的理论框架以及方法论对社

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在 20 世纪后期涌现，当时许

多社会学理论家开始对以往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社会现象。

布尔迪厄的理论填补了这一空缺，提供了一种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理解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的框架。 
皮埃尔·布尔迪厄(法语：Pierre Bourdieu)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著作《区

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评定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布尔迪厄开

创了许多调查架构和术语，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以及惯习、场域或位置，以及象征暴力

等概念，以揭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 
布尔迪厄认为在社会学发展中困扰社会学学者的问题之一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

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元对立。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旨摆脱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

并要超越在在两者择其一的困境[1]。为解决目前社会分析存在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对立的问题，他提

出了独有的社会分析模式：[(惯习) (资本) + 场域 = 实践([(habitus) (capital) + field = practice] [2]，他认为

实践是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场域、资本和惯习，它们

构成了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基础。 

1.1. 场域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消除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主张同时考虑客观的社会结构(场域)
以及社会结构中个人的行为倾向。他认为社会客观结构既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人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结

构的形成和发展。场域一般类似于社会的背景结构，布尔迪厄对场域的定义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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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与占据特定位置

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3]。 
不同场域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3]。场域是由社会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具有

多样性的社会场合或者社会领域，场域从根本上是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形式的社会网络。 
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也可看作是一种场域，布尔迪厄称之为“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指的是

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具有决定社会结构能力的结构空间，比如国家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场域，由

统治阶层的关系组织而成[4]，这表现为在权力场域可以支配其他场域。 

1.2. 资本 

资本有四种根本的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

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特性，这种资本本身就可以换成金钱的形式从而世代相传。文化资本指的是在

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它本身存在的形式又有三种：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

[3]。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社会中的行动者在生活中养成的行动偏好，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客观化的文化

资本是一种客观的状态存在，例如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学艺术作品。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以一种制度化、

机构化的形式存在，就是现代社会的文凭制度，也就是受教育的情况。社会资本指的是某个人或者群体，

凭借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

和。这三类资本并非固定不变，是可以互相转换。个人手中的资本具有价值，就构成了象征资本。象征

资本在人们的眼中是通常是一种象征形式，例如对权威的服从和对领导的忠心，而这种服从看作是符合

社会规范的。布尔迪厄认为象征资本代表了一种权力关系通过象征形式而合法化的方式。这些资本不是

相互独立，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一些企业家向社会捐助经济资本，同时他们在社会中

也获得象征资本。 

1.3. 惯习 

社会结构与人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社会结构建构人的行为倾向，同时也被人的行为倾向所建构。

人在教育、工作、生活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将社会结构的规则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定势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s) [1]，这种定势系统就是人的惯习，并且惯习是在场域中运作的。 

惯习的外在行为表现是策略，布尔迪厄认为策略是人们行动的积极性，并且这一行动要按照一定的

模式和规律来进行，从而实现预期目标。因为策略是受惯习规定，所以会表现出惯习的基本特点，即潜

在性、社会制约性与社会客观性。布尔迪厄认为持续存在于身体中的惯习并非无条件的展开自身，他仅

仅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展开，并且以自身的结构通场域或社会世界的结构发生双向建构作用[3]。 

2.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翻译研究 

现代翻译研究的演进历程经历了多次范式的转变，从语言学范式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转向”。

霍姆斯(James Holmes)最早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的说法，并对

其做了简要的说明[5]。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翻译学界最早开始采纳社会学理论或社会学方法来研究

翻译现象，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兴范式。在这一过程中，翻译

研究吸收了大量社会学观点和理论，例如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布尔迪厄的

反思性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为翻译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目前，翻译学术界普遍采

纳并广泛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 
在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中，翻译被视为一种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行为，翻译活动并不孤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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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与各种社会要素紧密相互联系。不论是翻译场域，还是译者惯习，抑或是译者所拥有的各种资本，

都与各种相关场域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社会学上的联系决定了翻译的社会学属性。 
尽管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不是专门为翻译研究而创建的，他在探讨过程中也从未直接研究过

翻译现象，但是社会学的理论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绝非偶然，因为翻译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变关系，

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作用与影响。 
上文介绍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对于如何运用这些概念进行社会学研究，布尔迪厄提出了

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次，必须勾画出

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第三，就是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即千差万别的性

情倾向系统[3]。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同样也需要进行这三个环节的分析，下面就如何将翻译与布尔迪厄社

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相结合展开探讨与分析。 

2.1. 场域与翻译 

虽然布尔迪厄对于场域的概念阐述中没有直接提及翻译研究，但是可以根据概念推测出，场域概念

也适用于翻译场域。因为翻译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它所处的场域即翻译场域，其中动者有译者、读者、

原作者、出版商、委托人等，他们之间就构成了种特定的关系网络。 
场域是相对独立的关系系统，但不同场域之间相互关联。翻译实践具有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特点，并

且译著涉及到出版和传播。因此，翻译场域也和文学场域、商业场域等场域相互联系。例如，译者所在

的领域称为翻译场域，而涉及商业活动的赞助者和出版商则属于商业场域。在翻译领域的从业者通常具

备深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翻译经验，而在商业场域的人则拥有广泛的社交关系和丰富的出版经验。译

者的翻译作品需要被出版以实现社会或经济效益，同时出版商也可能需要依赖译者的声誉来增加他们的

知名度和作品的销量。因此，不同场域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互相影响的关系。 
布尔迪厄认为，就艺术家和作家而言，文学场域被包含在权力场域之中，而且在这一权力场域中，

它占据着一个被支配的地位[3]。“文化转向”后，译者地位逐渐显身，他们也被称之为“译著的作者”，

可以看成另一种翻译作品的“作家”，因此翻译场域也被包含在在权力场域中。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翻译

高潮之一即明清的科技翻译，翻译场域受权力场域的支配，明末清初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政治制度

的确立、经济政策的执行以及对外方针的制定由统治者决定，因而西方科学技术能否在中国出现取决于

当权者的态度。如果没有当权者对西方科学知识的认可，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活动就不会如此顺利。 

2.2. 资本与翻译 

翻译实践中的行动者主要是译者，有些译者生活拮据，并无太多的经济资本。译者身体化的文化资

本是个人文化修养，双语功底和在丰富的翻译经验中所形成的翻译风格等；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所出版

的著名作品；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出国留学的文凭。译者的社会资本是在社会上中人

际关系，例如和其他翻译家、出版商、赞助人等社会关系。 
各种形式的资本中，与翻译联系最紧密的是象征资本。译者象征资本是在过往翻译中通过译作的发

表以及对翻译标准的看法的等形式积累起来的，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

境”，这些翻译标准一直被翻译界奉为圭臬，这些塑造出了译者的象征资本。象征资本赋予译者在翻译

场域中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提出的翻译看法被认定为翻译好与坏的评判标准。此外仍有一个因

素不能忽视：原作者的象征资本，一方面，原作者的象征资本可以给译者增加象征资本；另一方面，译

者也能给原作者创造象征资本，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经国外翻译家翻译成各种语言传播

到国外并且得到好评，这一过程中，译者给原作者创造出了在国外读者群中的象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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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惯习与翻译 

作为翻译活动的实施者，译者在自身的社会活动中同样会形成自己的惯习。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译者会受到实际经验、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这让他们形成个人的翻译风格和观念。这种独特的

观念会在翻译中引导他们做出特定的翻译决策，包括选择合适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这些决策不仅在

微观层面影响翻译的细节，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也影响他们如何选择需要翻译的文本。 
译者的惯习不仅来源于翻译场域的互动，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译者的关系也不仅和翻译场域相联系，

也会与其他场域相互联系。有的译者身兼多重身份，例如鲁迅身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

同时他也是具有译者身份，他翻译了许多国外作品并且引进中国。在翻译中他提倡直译，“宁信而不顺”

是鲁迅提出的另一个翻译命题，这意在借鉴外国思想，通过翻译改造语言更好地将西方先进文化引进中

国。如果不明白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现在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他宁可不通顺也要强调直译，可是放在当

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下的背景下去理解就恍然大悟。 
译者惯习关注微观、个体层面，与宏观、集体层面形成关照与互补，强调译者个体对客观存在的场

域的内化，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译者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所做的特定的翻译选择，更好地解释特定的翻

译现象。结合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翻译问题有助于厘清翻译的本质。 

3.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中国译介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来源于社会翻译学的兴起，虽然中国的社会翻译学

研究起步比西方晚一些，但是仍然有积极的实践者。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对翻译研究产生影响最大的社

会学理论是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对“社会翻译学”进行“篇关摘”

检索 1，其结果是 184 篇学术期刊和 72 篇学位论文。学者对 Pierre Bourdieu 的翻译为“布尔迪厄”或“布

迪厄”，因此分别对“布尔迪厄翻译”“布迪厄翻译”进行“篇关摘”搜索，结果分别是 33 篇学术期刊，

40 篇学位论文；117 篇学术期刊，78 篇学位论文。这一组数据能大致说明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引入到中

国翻译研究中主要研究状况，并且可以得知中国对社会翻译学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大有可为。 
学科构建的基础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深入在于学科构建。根据现有文献资料，中国学者的研究

成果主要是从社会翻译学构建开始入手，先是译介社会翻译学，阐释社会学与翻译学之间共变的关系，

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翻译研究进行理论性探索，从而构建中国社会翻译学，为中国翻译研究打开新思路的

大门。 
随着社会翻译学的引入，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引起翻译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从内容上大约

分为五类。首先是对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译介及核心理念“场域”“资本”“惯习”的解读和

介绍；然后是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译作进行译介研究；对译者的历时或者共时研究；对文本解

读研究或者译本对比研究；以及运用该理论研究某一翻译活动。 
1)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及核心概念介绍研究 
新的理论引入中国，研究前提条件是深入理解理论及其主要概念。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开始在中

国接受时，李红满(2007)概述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指出布尔迪厄社会学对于翻译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建设

的积极作用。当然她也提出还有许多还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提供一定启发[6]。
另外，王悦晨(2011)介绍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解读主要概念“场域”“资本”“惯习”，并探讨

了布尔迪厄三个核心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7]。邵璐(2011)对布尔迪厄“场域”这一核心概念进行阐

释，将之用于翻译描述中，以从社会、文化的更广阔的角度来探讨翻译[8]。 

 

 

1检索时间为：2024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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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展开的译介研究 
翻译作品的产生与传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翻译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主体性、译者采取的翻

译策略和各种资本，这些因素就与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相契合。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

学理论考察和解释国外译作在中国的译介和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译介，不仅能客观的认识译作的产生、

传播和接受问题，而且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实践和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许多学者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进行译介研究，其中包括对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译介传播和外

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根据数据，前者的研究多于后者。一方面，分析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

译介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来考察张爱玲对《金锁记》的改写活

动及分析该作品在美国的接受情况[9]。对于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在西方传播的状况，王洪涛(2016)借助布

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分析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情况，揭示出中国文学在英国近四个世纪传译活动

的整体运作轨迹与规律[10]。另一方面，分析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对我国文学作品“走出去”

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谢桂霞(2017)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分析过去一个世纪中莎剧汉译现象，

探究莎剧汉译在中国文学场域的发展特点，认识到场域影响翻译行为，场域中的参与者反作用于场域[11]。
然而国内学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于较少。 

3) 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展开的译者研究 
国内学者还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译者研究相结合，“惯习”这一核心理念与译者的联

系密度最大，当然其中也受场域和资本的影响。中国有许多优秀的翻译家，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翻译风

格和思想，在社会学理论还未运用至翻译研究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采用译者主体性这一视角研究译者。

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突破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给译者研究带来新启发。陆志国

(2013)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考察五四运动前后茅盾惯习的变化，揭示茅盾五四伊始的翻译选择和翻译

策略[12]。骆萍(2013)借用布尔迪厄社会学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考察鲁迅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

的变化，分析译者惯习与翻译场域的关系以及鲁迅的翻译活动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13]。 
林纾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第一人，是一位不通外文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却

极具争议的人物，对他进行译者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裴慧慧(2014)的硕士论文《布尔迪

厄社会学视角下林译“前誉后毁”原因探析》，分别从场域、参与者和译者惯习比较前期成功和后期遭

贬低的原因，并且分析影响变化的主要因素，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进一步凸显林纾翻译的社会

本质[14]。 
此外，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和译者主体性相契合，可以将两者结合对译者进行研究，例如屠

国元(2015)以“惯习”理论为视角，透视近代中国翻译家马君武的译材选择[15]。该文运用的是一种典型

的基于某一具体社会学理论的个案研究方法，其在追踪译者“生活轨迹(life trajectory)”基础上分析其惯

习继而考察其翻译活动的方法对于类似研究具有借鉴意义[16]。 

根据目前的文献，国内许多学者也研究了伍光建、郭沫若、葛浩文、蓝诗玲等译者，这里就不一一

赘述。 
4) 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展开的译本及译本对比研究 
理论的价值在于运用和指导实践，如果翻译理论能用于文本分析，就能说明该理论对文本的翻译具

有指导作用。根据文献数据库，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方面的译本分析或译本对比分析

主要为文学文本。在研究中许多学者选择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来进行分析，例如许明武，王烟朦(2017)
运用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分析《天工开物》译本运用深度翻译的现象的原因，总结出是特定社会历

史背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相互作用的产物[17]。 
运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进行译本的对比研究能更直观地看到社会环境对译者和译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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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刘玮琦(2019)在《社会翻译学视角下的鲁迅小说英译比较——以杨宪益与莱尔英译〈祝福〉为例》中，

分析不同译者惯习对译者及译本的影响[18]。王洪涛(2020)基于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对《诗大

序》两个英译本进行综合对比考察，比较译者所处汉学场域、译者惯习、翻译策略和译本特点[19]。 
5) 借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展开的翻译活动研究 
翻译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自然也具有社会属性，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翻

译活动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王祥兵，穆雷(2018)运用资本理论中四个主要资本概念构建分析框架，考

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分析四个资本之间关系，对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产生深层认知[20]。谭思蓉，

苏艳(2021)借鉴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探究五四运动前后场域博弈中《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的翻译

生产过程。然而目前为止，国内学者运用这一理论对翻译活动进行单独分析的研究还比较欠缺[21]。 
从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引入到追随理论、验证其合理性，到反思理论的局限性再到运用理论

到研究中，我国学界对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翻译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总之，布尔迪厄的反思性

社会学理论让翻译研究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能让我们更加客观的看待翻译现象。例如，通过追溯译

者生平，总结归纳译者的翻译风格，最终落实到文本分析译者在译本翻译中所选择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

略，或者考察译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语境下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另一方面，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

论探索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行为和翻译作品对外传播的影响，为中国文学外译传播提供借鉴，

同时对促进中西文化间的对话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外译有启示意义。 

4. 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 

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和实践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或局限性，这

一部分主要指出运用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时存在的问题并尽可能地提出应对策略。 
1) 从研究内容看，布尔迪厄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主要讨论翻译的外部因素，容易脱离文本，在

研究中容易导致重心失衡。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翻译研究，体现出翻译研究具有跨学科性，但更应该时

刻清醒翻译学科的独立意识。所以在翻译研究时，需要将重心放在翻译学，而非社会学，研究对象虽然

不能仅限于译本，但也不能完全地脱离译本。 
2) 社会翻译学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例如在译者研究方面，有些译著由于保密性原因，并

未公开翻译的参与者，例如一些政府公文，或者领袖文集，甚至有些文章无法得知具体译者身份，就无

法进行译者的惯习研究，只能根据时代背景特点进行集体译者研究。所以针对这类译著，就只能尽可能

地查找一些相关译著的史料去证实参与翻译活动的译者或者将译者归纳为集体译者进行研究。 
3) 运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时分析不全面，选择性分析核心概念。其核心概念有“场域”“资本”

“惯习”，但有些学者选择概念之一进行分析，没有考虑到它们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所以在运用布尔迪

厄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时，应该需要充分了解这些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4) 社会学理论抽象，理解和运用有一定困难。例如译者“惯习”的概念就来源于认知社会学，有主

客兼容的特点，与“场域”、“资本”之间的互动十分复杂[22]。然而，许多翻译研究者学术背景都为外

语专业，并没有社会学学习背景，有些概念晦涩难懂，即使看懂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在做研究时有时

会很难准确地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多搜集文献或者与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合作，从中获得

启发。 
5) 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尽管社会翻译学可以对文学翻译活动提供一定程度的解

释，但对一些包含想象力、灵感和艺术再现等复杂因素的翻译活动，可能难以提供完全准确的解释。在

解读充满想象力的翻译活动时，虽然历史、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解释非常重要，但它们并不能涵盖所有可

能的解释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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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随着社会学视域的翻译研究模式在中国逐渐兴起，学界也开始构建“社会翻译

学”，从已有的成果来看，我国的社会翻译学研究还不足够成熟和独立，翻译研究者应该借鉴更多更广

的社会学理论来指导翻译研究，探索更加丰富的社会学翻译研究之路，本文关注的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

学理论与翻译研究探索之一。基于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场域”“资本”“惯习”开

展的译介、译者、译著、翻译活动等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成果。但是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在翻译

领域的应用与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关照下的

翻译研究将会引导我们走向更加开阔和更多元的社会学翻译研究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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